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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发展的出口效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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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经济学院，北京 100070) 

【摘 要】：基于数字经济发展对出口影响，理论分析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ICT 初级应用、数字产业化、产业

数字化四个维度构建了数字经济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并进行测算。基于 2013—2019 年我国 30 个省份的面板数据，

采用双固定效应模型、分位数回归模型等对数字经济发展的出口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及其异质性考察。研究结论如

下：第一，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扩大出口，其出口效应显著为正；第二，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扩大我国非外商投资企业

出口，对外商投资企业出口有一定的负向冲击；第三，数字经济发展对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出口效应存在差异，能

够扩大中部、西部地区出口，且对西部地区的出口效应最大；第四，数字经济发展对我国出口发达地区的出口效应

较小且不显著，对出口欠发达地区的出口效应较大且正向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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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2016 年，《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和合作倡议》指出，数字经济正在经历着高速成长、快速创新，是全球经济增长日益重

要的驱动力，在加速经济发展、提高现有产业劳动生产率、培育新市场和产业新增长点、实现包容性增长和可持续发展方面正发

挥着重要作用。当前，数字经济备受关注，正逐步成为世界各国竞争发展的热点领域。 

2020 年 10 月，《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指出，要“发展

数字经济，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旨在通

过加速数字化转型及发展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条现代化，以数字经济红利提升经济质量效益和核心竞争力。2021 年 3

月，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强调了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指出要“加快数字化发展，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建设数字中

国”。当前乃至未来，数字经济将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前沿阵地与战略方向。 

数字经济，是以信息化网络为载体、以数字为核心生产要素的经济发展体系，改变了生产工具、生产方式和社会互动方式，

引导工业经济转向信息经济，被认为能够有效推动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能够代表先进生产力，是数字革命产业化、市场化

过程中出现的一种特有的经济现象与经济形态。1其依托数字技术发展，能够直接实现贸易成本的降低与附加值的提高，且具有

较高的传播性、渗透性、适用性，能够迅速渗透、应用于各个行业及领域，不仅体现在以互联网和信息技术为主营业务的新兴行

业，还与加工制造、交通运输、金融等传统行业不断融合，甚至在政府公共领域也带来了外部效益。
2
与此同时，随着网络应用

的普及和网络用户数量的增加，数字经济的边际收益将具有累积增值性，其价值和效益也会呈现指数型增长即高成长性。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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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阶段，在新型冠状肺炎疫情冲击和全球经济衰退的双重压力下，我国正在不断致力于构建高质量发展和内外贸“双循环”

的新发展格局，其中外贸发展潜力的持续释放成为了重中之重。数字经济作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战略着力点，其降低贸易成

本、激发创新与提升效率、优化经济与产业结构、高成长与高附加值等特征正与外贸高质量发展的内涵不谋而合，新兴的数字贸

易更是外贸发展的新模式与新动力，数字经济将成为我国外贸发展的新引擎。因此，研究以数字经济发展持续扩大外贸市场份

额、持续释放外贸发展潜力，促进以出口为导向的外贸发展，进而实现内外贸“双循环”的高质量发展，极具现实意义。那么，

数字经济发展能否促进出口，是否具有出口效应?其出口效应是否因企业性质、地区等因素而具有异质性?基于此，本文理论分析

与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发展的出口效应及其异质性，以期为以数字经济发展为着力点促进外贸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与依据。 

二、数字经济发展对出口影响的理论分析及文献回顾 

(一)数字经济能够降低贸易成本，进而扩大出口 

无论是信息、销售、合同费用等构成的贸易固定成本，还是关税、运输费用等构成的贸易可变成本，贸易成本都是出口不可

忽略的影响要素。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模型即出口的生产率门槛条件 4,分析得出贸易固定成本和贸易可变成本的降低均能够降

低出口的生产率门槛，进而提升出口规模及出口多样性。郑玉和郑江淮
5
、黄先海和卿陶

6
从出口技术含量与出口产品质量更为

细化的角度验证了贸易成本降低对出口的积极影响。 

数字经济，最直接的表现就是网络、数据、信息等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与快速革新，通过电子通信、互联网、数字交流应用

平台等不断更新的数字手段打破了传统的国家与地域界限，突破了时间约束，使世界范围内信息传递、经济往来更加的直接、快

捷、高效，能够有效降低搜寻、匹配、沟通等贸易的信息成本，降低原有规则或惯例产生的传统规则性成本，新兴的数字支付手

段更能够节约贸易的支付成本，从多环节实现贸易成本的降低，进而扩大出口。此外，裘莹、郭周明
7
研究发现，数字经济的成

本节约效应还为全球价值链(GVC)地位提升提供了基础支撑，能够促进 GVC 分工地位的攀升；基于进口国数字经济发展视角 8、

基于数字“一带一路”视角 9,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能够降低我国的出口贸易成本，进而提升出口效率、出口技术附加值与出

口市场占有率，为我国出口带来新机遇。 

(二)数字经济能够激发创新，以创新效应推动出口 

经典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 10、国家竞争优势理论 11、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 12等都强调了创新对出口的重要性，认为技术创新

影响了国家在国际贸易中比较优势的动态变化，进而决定了出口规模与贸易利得。国内学者进一步细化研究了创新效应对出口

的影响，曲如晓、臧睿
13
研究发现，自主创新与外国技术溢出的创新效应均能推动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白东北等

14
研究发

现，产业集聚的创新效应能够促进企业出口的二元边际；魏浩、连慧君 15研究发现，投入品进口竞争的创新效应能够提升企业出

口产品质量。非同源的创新效应在 GVC 地位、出口二元边际、出口产品质量等多角度均能够促进出口。 

数字经济，内涵就是将数字化的知识与信息即数据作为核心生产要素导入生产过程，使整个生产过程朝网络化、协同化、生

态化方向演变，改进了生产方式和提高了生产率 16,并通过即时反馈的交互式信息结构、及时调整的适应能力驱动了产品适应性

的创新 17,以网络经济、平台经济等能够快速适应环境变化的组织制度驱动了组织结构适应性的创新 18,并以数字化“技术-经济”

的范式快速扩散，促进了数字化技术与经济活动的深度融合，实现以数据驱动为基础的技术创新与效率提升，其激发的创新效应

能够推动出口。沈国兵、袁征宇
19
验证了此理论机制，研究发现互联网化能够提升企业的创新能力和管理产品能力，创新能力的

提高促进了企业出口，管理产品能力的提高加强了创新保护进而提升了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 

(三)数字经济具有产业结构升级效应，能够促进出口 

产业是内贸、外贸发展的基础与纽带，更是战略性贸易理论
20
中实现规模经济和外部经济以获得国际市场份额和利润的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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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产业结构的变化，无论是从农业向制造业、服务业的的变迁，还是向合理化、高级化的升级，都决定了出口产品价值和出口

产品结构。翟士军、赵磊 21研究发现，产业结构合理性的调整对出口有积极作用；杜昕倩 22研究发现，金融发展引致的产业结构

升级可以促进高技术产品出口；徐国祥、张正
23
研究发现，OFDI(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对出口增加值有正向作用。

产业结构升级，在出口增加值、高技术产品出口等多角度均能够促进出口并优化出口结构。 

直接以数字技术为依托的通信、软件、技术服务等行业构成了数字产业化发展，凭借数据高生产率优势的数字产业化直接使

产业结构向高成长、高附加值的技术密集型服务业变迁；而在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各个环节中，数字技术与传统产业的逐

步融合形成了产业数字化发展，使传统产业催生出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优化了资源配置，提升了产业绩效，以产业基础高

级化驱动产业结构升级；并且，数字化网络和平台能使全要素、全链条形成泛在互联，这种关联变革能推动产业链、价值链、供

应链乃至整个供给体系的升级。数字经济的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产业链现代化具有产业结构升级效应
24
,能够促进出口。

赵春明等 25认为，数字经济发展升级了国内产业支撑，进而加强了与外贸的纽带，有助于形成双循环发展格局。 

(四)数字贸易新摸式，出口发展与升级的新引擎 

以数字化信息作为标的的贸易即数字贸易，是数字经济发展衍生的贸易新模式，对全球贸易体系产生了影响，推动了外贸的

进一步发展与升级 26,成为了拉动全球贸易增长的新引擎 27。并且，数字贸易还具有产业结构升级效应，并通过信息化水平、劳动

生产率等对出口技术复杂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28当前，数字贸易已经成为了贸易竞争与贸易摩擦的前沿阵地，要抓住数字贸易

发展契机，推动外贸格局的优化。29 

综上，数字经济发展不仅能够降低贸易成本，还能够激发创新与提升效率、优化产业结构，以成本节约效应、创新效应、产

业结构升级效应促进出口，并以数字贸易新模式推动出口的升级，并且对GVC 分工地位、出口产品质量、出口技术复杂度、出口

增加值等出口要素均有积极影响，其具有积极正向的出口效应。此外，数字经济发展还具有价值创造和价值分配效应 30、就业结

构效应 31、空间溢出效应 32等，从其他路径对出口也产生积极影响。 

三、实证研究设计 

(一)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测算 

1.构建数字经济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 

数字经济作为一个经济发展系统，涉及不同维度及不同要素，单一指标不能够全面涵盖数字经济发展的内涵与构成，故采用

多维度、多指标构建数字经济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来表示与测算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为科学、合理。遵循代表性、全面性、科

学性、可行性等原则，借鉴阿里研究院和毕马威联合发布的《全球数字经济发展指数》、中国信通院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

白皮书》、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赛迪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指数白皮书》,参考单志广等 33的研究方法，本

文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ICT(信息与通信技术)初级应用、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四个维度构建数字经济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

体系中涵盖 15个具体指标，如表 1所示。 

2.数据标准化处理及权重确定 

采用最大最小值法进行数据标准化处理以除去指标量纲，采用客观的熵值法进行指标权重确定(因最大最小值法与熵值法的

应用较为常见，故不再叙述其具体的计算步骤)。其中，采用全国整体的各项指标数据(2013—2019 年)进行权重确定，以便各个

省级样本测算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具有横向的可比性。全国整体各项指标的最小值 min 均取 0 值；最大值 max 取指标时间序列

的均值与其1.96倍标准差的和
34
,即max=μ+1.96σ;由于指标有电子商务交易活动的企业数比重的单位特殊性，其最大值取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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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指标数据采用正向化的标准化处理。 

采用熵值法进行具体指标的权重计算，结果如表 1所示。可以发现：从维度来看，数字产业化维度的权重最高，达 53.242%,

其次是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权重为 26.473%;从具体指标来看，电信业务总量指标的权重最高，为 41.111%,其次为光缆线路长度

(8.216%)、电子商务采购和销售额(7.902%)、域名数(7.555%)、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7.177%)。以上说明，数字产业化、数字基

础设施建设对于数字经济发展尤为重要，其中电信业务、光缆设施覆盖是其关键影响因素，而产业数字化中电子商务的应用对数

字经济发展有着重要作用。 

表 1数字经济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及具体指标权重 

指标体系 维度 具体指标 单位 权重/% 权重合计/% 

数字经济发展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域名数 万个 7.555 

26.473 

网页数 万个 3.247 

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 万个 7.177 

光缆线路长度 公里 8.216 

长途光缆线路长度 万公里 0.279 

ICT 初级应用 

移动电话普及率 部/百人 0.570 

7.117 

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 万户 6.547 

数字产业化 

电信业务总量 亿元 41.111 

53.242 

软件业务收入 万元 5.233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亿元 5.932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城镇单位就业人员 
万人 0.966 

产业数字化 

电子商务采购和销售额 亿元 7.902 

13.168 

每百人使用计算机数 台 1.642 

每百家企业拥有网站数 个 0.114 

有电子商务交易活动的企业数比重 % 3.510 

 

3.测算 

对省级样本的各项指标数据进行最大最小值法的数据标准化处理，同为正向化的标准化处理。考虑指标数据的实际情况，省

级样本各项指标数据的最小值 min 均取 0值，最大值 max 取全国整体各项指标的 2019年数据，但指标移动电话普及率、指标每

百人使用计算机数、指标每百家企业拥有网站数最大值取 200,指标有电子商务交易活动的企业数比重最大值取 100。依据所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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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的标准化处理后的省级样本指标数据和全国整体指标数据确定的各项指标权重，计算各省级样本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公式

如下： 

 

式中，i为省份，t为年份时点；DE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下同；j为具体指标，共15个；P为省级样本的标准化处理后的

指标数据；W为指标权重，数值从表 1中取得。 

(二)模型构建 

考虑因不可观测或无法量化等可能出现的遗漏变量，同时考虑个体、时点效应的异质性，本文采用个体、时点双固定效应模

型进行实证分析，还能够解决一定的内生性问题，并通过了 Hausman 检验。由于核心解释变量数字经济发展是由多个指标构建的

评价指标体系，故考虑可能存在的共线性问题，引据经典的引力模型、技术差距理论、战略性贸易理论等，只加入经济规模、技

术创新、产业结构具有代表性的三个控制变量。据此，构建实证计量模型如下： 

 

式中，i为省份，t为年份时点；被解释变量LnEX为出口的对数值，并依据外商投资企业出口和非外商投资企业出口划分、

地区划分进行异质性考察；核心解释变量 DE 为数字经济发展，数据来源于上文的测算结果；LnGDP 为经济规模，即国内生产总

值 GDP 的对数值；TI为技术创新，选择技术市场交易额的对数值来代表；IS为产业结构，选择第三产业规模占比来代表，即第

三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C为常数截距项，λ为个体固定效应，μ为时点固定效应，ε为随机干扰项。下同。 

为进一步解决上述模型回归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采用差分 GMM 估计的动态面板回归进行稳健性检验，选择被解释变量

出口的滞后二期(LnEX(-2))作为工具变量，构建实证计量模型如下： 

 

式中，LnEXit-1为被解释变量出口的滞后一期，后文表示为 LnEX(-1)。为保持与基准模型回归条件设定的一致性，差分 GMM

估计的动态面板回归选项中设定时点固定效应。 

最后，为全面刻画自变量对因变量条件分布的影响特征，也为了避免因异常数据值或数据异方差而导致的非有效无偏估计，

采用分位数回归模型进行进一步的实证检验，估计结果更加稳健，也能进一步考察数字经济发展的出口效应的异质性，构建实证

计量模型如下： 

 

式中，被解释变量 LnEX为不同概率下的样本出口分布，分位点(Quant)范围取10%～90%,间隔为 10%。 

(三)数据来源 



 

 6 

由于数据的连续性和可获得性，研究期间选择 2013—2019年，研究样本选择我国30个省份及直辖市(除西藏和港澳台地区

外)。数字经济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指标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s://data.stats.gov.cn/),其中 2018—2019 年信息传

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数据是由增速计算得出，增速数据来源于各省市的统计年鉴。出口为经营单位

所在地出口额、外商投资企业出口额、GDP、技术市场交易额、第三产业增加值数据均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网站。非外商投资企业

出口额近似取出口额与外商投资企业出口额的差值。参考现有文献，按地区划分标准为：东部地区有北京、天津、河北、辽宁、

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共计11个省市；中部地区有黑龙江、吉林、内蒙古、河南、山西、江西、安徽、

湖南、湖北，共计 9 个省市；西部地区有四川、贵州、陕西、云南、广西、甘肃、新疆、宁夏、青海、重庆，共计 10 个省市。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实证检验结果 

表 2为采用个体、时点双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的实证检验结果。其中，个体和时点固定效应标记为 F,F_r为采用 Whitecross-

section 方法计算稳健标准误的个体固定效应，以解决序列自相关和异方差问题。调整 R2值较大，F检验统计量统计显著，模型

回归结果较为有效。逐步加入控制变量，(1)-(8)列实证结果中，DE的影响系数一致显著为正，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扩大出口，具

有显著正向的出口效应，与理论分析的预期一致。控制变量：LnGDP 的影响系数显著为正，经济规模的扩大能够促进出口；TI的

影响系数显著为正，技术创新能够促进出口；产业结构的影响系数为正但不显著，对出口的影响略小。 

表 2数字经济发展对出口影响的实证结果 

变量 

LnEX-DE 

(1) (2) (3) (4) (5) (6) (7) (8) 

C 
5.20*** 

(0.09) 

5.20*** 

(0.04) 

1.16 

(1.79) 

1.16 

(0.85) 

0.27 

(1.79) 

0.27 

(0.80) 

-0.23 

(2.06) 

-0.23 

(1.08) 

DE 
14.22*** 

(3.40) 

14.22*** 

(1.71) 

10.99*** 

(3.65) 

10.99*** 

(2.02) 

8.94** 

(3.68) 

8.94*** 

(2.28) 

9.03** 

(3.69) 

9.03*** 

(2.35) 

LnGDP   
0.42** 

(0.18) 

0.42*** 

(0.09) 

0.46** 

(0.18) 

0.46*** 

(0.08) 

0.49** 

(0.19) 

0.49*** 

(0.09) 

TI     
0.11

**
 

(0.04) 

0.11
***
 

(0.04) 

0.11
**
 

(0.04) 

0.11
***
 

(0.04) 

IS       
0.45 

(0.91) 

0.45 

(0.75) 

个体 F F_r F F_r F F_r F F_r 

时点 F F F F F F F F 

N 210 210 210 210 210 210 210 210 

调整 R2 0.976 0.976 0.977 0.977 0.978 0.978 0.977 0.977 

F 239.41*** 239.41*** 238.61*** 238.61*** 240.16*** 240.16*** 232.97*** 23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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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扩号内为估计系数的标准误；“*”“**”和“***”分别代表在 10%、5%、1%的水平上统计显著。下同。 

(二)稳健性检验 

表 3为采用差分 GMM 估计的动态面板回归的实证检验结果。采用 Sargan检验和Arellano-Bond检验来判断差分 GMM 估计的

动态面板回归是否存在过度限制约束问题和序列相关问题，检验 P值均大于 0.1,即接受工具变量有效、扰动项不相关的原假设，

差分 GMM估计的动态面板回归结果较为有效。(1)-(4)列实证结果中，DE的影响系数一致显著为正，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扩大出口，

依然具有显著正向的出口效应，结论稳健。LnEX(-1)的影响系数为正，但显著性存在差异，前期出口对当期出口的影响为正但不

一致性显著。原因可能是：由于买卖双方建立的国际合作关系使出口存在一定的可持续性和锁定效应，前期出口对当期出口存在

正向影响；但出口也易受到多种突发事件的负面影响，使当期出口变数增大，与前期出口并不总是保持高度的相关性。其余变量

的影响系数与基准实证检验结果类似，后文统一标记为控制，且不再重复叙述。 

表 3采用差分 GMM估计的实证结果 

变量 

LnEX-DE 

(1) (2) (3) (4) 

LnEX(-1) 
0.13

*
 

(0.07) 

0.11 

(0.09) 

0.11 

(0.08) 

0.43
***
 

(0.15) 

DE 
14.44

***
 

(2.77) 

16.76
***
 

(3.62) 

15.01
***
 

(3.90) 

14.23
**
 

(7.10) 

LnGDP  
0.22 

(0.25) 

0.06 

(0.28) 

0.57 

(0.79) 

TI   
0.07*** 

(0.02) 

0.07* 

(0.04) 

IS    
-3.00 

(2.92) 

N 150 150 150 150 

Sargan检验的 P值 0.277 0.252 0.185 0.292 

Arellano-Bond 检验 

AR(2)的 P值 
0.969 0.950 0.625 0.809 

 

(三)异质性考察 

1.按外商投资企业出口与非外商投资企业出口划分 

表 4为按外商投资企业出口与非外商投资企业出口划分的实证结果。(1)-(4)列实证结果中，可以发现，DE对外商投资企业

出口的影响系数显著为负，对非外商投资企业出口的影响系数显著为正，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扩大非外商投资企业即本土企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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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对外商投资企业的出口有一定的负向冲击。原因可能是：数字经济的数字化、信息化属性更多地用于改造、提升本土企业

的数字信息化水平进而扩大出口；而外商投资企业因市场导向、出口加工、资源与技术获得等为主要目的而进行的出口往往对数

字信息化程度不太关注；且在全球贸易发展较为高度一体化的今天，整体出口规模已较为饱和，提升幅度较为有限，数字经济发

展在扩大本土企业出口的同时可能抢占外商投资企业的出口，会有一定的负向冲击。 

2.按地区划分 

(1)-(6)列实证结果中，可以发现，DE对我国东部地区出口的影响系数为负但不显著，对中部、西部地区出口的影响系数显

著为正，且对西部地区出口的影响系数最大，数字经济发展的出口效应存在地区异质性。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扩大我国中部、西部

地区出口，且对西部地区的正向出口效应最大。可能的原因是：我国东部地区因沿海地理优势及改革开放较早、较为深入的政策

及发展优势，出口规模较大，是我国出口较为发达的地区，出口产品及模式均已形成了一定高度的成熟化与专业化，数字经济发

展对其较为固化的出口模式影响较小，所以数字经济发展的出口效应并不显著；而中部、西部地区出口规模较小，是我国出口欠

发达地区，出口发展潜力较大，数字经济发展可以通过降低贸易成本、激发创新、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强有力的促进其出口。 

表 4按外商投资企业出口与非外商投资企业出口划分的实证结果 

变量 

LnEX-DE 

外商投资企业出口 非外商投资企业出口 

 

(1) 
(2) (3) (4) 

C 
-4.18 

(3.03) 

-4.18*** 

(1.27) 

1.68 

(2.20) 

1.68* 

(0.98) 

DE 
-12.71** 

(5.44) 

-12.71*** 

(3.53) 

16.71*** 

(3.94) 

16.71*** 

(2.85)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个体 F F_r F F_r 

时点 F F F F 

N 210 210 210 210 

调整 R2 0.983 0.983 0.971 0.971 

F 314.57*** 314.57*** 178.28*** 178.28*** 

 

3.分位数回归模型的进一步实证检验 

表 5为采用分位数回归模型的实证检验结果。由于 DE影响系数变化趋势的一致性，本文只列出 20%-80%分位点的实证结果。

(1)-(7)列实证结果中，可以发现：70%分位点即较大概率以下的样本出口分布，DE对其的影响系数为正；80%分位点以上即较小

概率的样本出口分布，DE对其的影响系数为负，但数值较小且不显著；40%分位点为DE影响系数变化趋势的分水岭，40%分位点

及以下的 DE影响系数较大且显著为正，40%分位点以上的 DE影响系数出现递减趋势。由于分位数是按照因变量即出口额从小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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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排列的条件分布，以上结果说明，分位点较小即出口欠发达地区，数字经济发展的正向出口效应较大；随着出口分布概率即份

额的增加，即加入出口发达地区，数字经济发展的出口效应出现递减。以上结论也验证了数字经济发展对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出

口效应的异质性结论。 

表 5采用分位数回归模型的实证结果 

变量 

LnEX-DE 

(1) 

Quant20 

(2) 

Quant30 

(3) 

Quant40 

(4) 

Quant50 

(5) 

Quant60 

(6) 

Quant70 

(7) 

Quant80 

C 
-11.15*** 

(2.44) 

-8.61*** 

(1.70) 

-8.32*** 

(1.28) 

-9.34*** 

(1.31) 

-10.57*** 

(1.19) 

-10.82*** 

(1.06) 

-12.18*** 

(1.00) 

DE 
13.48 

(8.48) 

16.36** 

(6.83) 

16.93*** 

(6.48) 

11.04* 

(6.30) 

7.00 

(5.09) 

4.50 

(4.49) 

-1.33 

(4.17)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210 210 210 210 210 210 210 

调整 R2 0.512 0.511 0.504 0.490 0.496 0.511 0.544 

拟似然比检验值 228.25
***
 247.86

***
 271.71

***
 254.26

***
 255.43

***
 266.81

***
 255.97

***
 

 

注：Quant20-Quant80 代表 20%～80%分位点。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从贸易成本降低、创新、产业结构升级、数字贸易等多角度理论分析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出口的影响，并从数字基础设施

建设、ICT 初级应用、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四个维度 15 个指标构建了数字经济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并予以测算，然后基于

2013—2019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双固定效应模型、差分 GMM 估计的动态面板模型、分位数回归模型对数字经济发

展的出口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及其异质性考察。研究结论如下：(1)数字产业化、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是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维度，

电信业务、光缆设施覆盖是其中的关键影响因素，产业数字化中电子商务的应用是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2)数字经济发展

能够扩大出口，其出口效应显著为正，且采用差分 GMM 估计的动态面板回归进行稳健性检验，结论依然成立；(3)数字经济发展

能够扩大我国非外商投资企业出口，对外商投资企业出口有一定的负向冲击；(4)数字经济发展对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出口效应

存在差异，对东部地区的出口效应不显著，对中部、西部地区有正向显著的出口效应，且对西部地区的出口效应最大；(5)数字

经济发展对我国出口欠发达地区的出口效应显著为正，对出口发达地区的出口效应不显著；(6)经济规模、技术创新能够扩大出

口。 

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 

(1)全方位的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推动我国出口规模及出口质量提升。 

第一，积极投入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以“数字基建”支撑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实现对出口的促进作用。持续扩大通讯基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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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带网络等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覆盖面，前瞻布局以 5G、人工智能、物联网等为代表的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推动交通、

能源、水利、市政等传统基础设施的数字化升级，构建“泛在互联、高效协同、全域感知、智能融合、安全可信”的数字基础设

施体系。第二，积极推动ICT 的全民、产业、业态应用及创新，以 ICT 应用赋能经济与贸易高质量发展。加大力度对 ICT应用予

以资金扶持，对直接涉及国计民生的 ICT 项目予以财政投入支持，引导国有、民营、外资等各类社会资本积极投入 ICT 的应用与

创新，重点打造 ICT应用中的公共信息平台和数据库建设。第三，重点扶持通信、软件、技术服务等行业数字产业化发展，引导

以电子商务、区块链技术应用等为方向的产业数字化变革，以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推动出口及出口结构

的优化。以保障用地、财政补贴、减免税负等政策激励数字产业发展及产业数字化转型，壮大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发展。因

地制宜地建立数字产业园区，以良好的环境、政策吸引与促进数字企业的集聚与规模化发展，引导其发挥技术溢出、规模经济效

应，促进数字产业化发展。鼓励传统产业进行以电子商务、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技术等应用为主要方向的数字化

转型，引导其与数字技术融合催生出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用数字新动能打造传统产业新发展，提升产业数字化水平。 

(2)助推非外商投资企业即本土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及发展以促其出口，对外商投资企业的数字化发展予以适度的引导，避免

以数字经济发展推动出口的不良竞争格局。 

大力助推本土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及发展，以新闻媒体、信息平台、讲座、协会培训等方式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观念变革、

经验交流、模式推广，以财政奖励、税收优惠对本土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成果予以激励，以产学研合作等方式提升企业数字技术的

应用与创新水平，以本土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及发展提升其出口的国际竞争力、释放其出口潜力，扩大其出口。外商投资企业，因

出口目的不同，要有针对性的、差异化的对其数字化转型及发展予以合理的、适度的引导，减弱数字经济发展对外商投资企业出

口的负向冲击，并扬长避短，使数字经济发展对其出口的不利影响最小化、有利影响最大化。并且，在大力推进本土企业数字化

转型及发展以促进其出口的同时，要高度关注其出口增长的机制、来源、幅度与份额，是否与外商投资企业出口有重叠与竞争，

可以通过数字化的偏向性转型及发展策略，使其出口产品差异化、营销对象精准化等，避免与外商投资企业出口的不良竞争，最

优的发挥出数字经济发展对出口的推动效应。 

(3)重点关注与支持我国中部、西部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充分释放其数字经济发展的出口效应。 

中部、西部地区作为我国出口的欠发达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对其出口的推动作用较大且较为显著，更应抓住数字经济发展的

时代浪潮，对其予以人才、资金、政策的偏向性支持，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ICT 应用、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等数字经济多

维度精准发力，加快其数字经济发展，充分释放其数字经济发展对出口的推动效应，优化我国出口的空间分布。 

注释： 

1徐晨、吴大华等:《数字经济:新经济新治理新发展》,经济日报出版社 2017年版;裴长洪、倪江飞、李越:《数字经济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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